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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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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近30年来，这不仅成为

人们的共识，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

热点。特别是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国学热”、“儒

学热”不断升温，怎样认识、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成为当前思想领域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就相关的五个问题简略地谈

点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理论本质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其理论

建构来讲，在本质上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又接

着中国传统讲，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毛泽东在

延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正体现了这一

点。他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运用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

理必须遵守”；[1]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

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历史遗产，反对

“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

了”。[2]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两个接着讲

的统一。《实践论》既接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讲，

又接着中国传统的知行观讲；《矛盾论》既接着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法讲，又接着中国传统“一阴一阳之

谓道”的变易论讲。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重新

“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

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但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

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同时，他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

展的一个精神动力。”[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既是接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讲，又是接着中国

传统的大同理想讲。如果综合上述毛泽东和邓小平

的论述，用形象的比喻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结合就是接着马克思和孔夫子这两个“老

祖宗”讲，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这意味着如果

只有一个“接着讲”，无论是接着马克思讲还是接着

孔夫子讲，都不可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拒斥或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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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因为马克思

主义就其本源来讲，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

的，而且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仍然以某种形式显示其

存在；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来讲，显然不能

撇开西方文化所蕴涵的关于具有时代普遍意义的思

考。对于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而言，也是不能无视

西方文化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之

间经历了近代的变迁，而这一变迁与西方文化的涌

入和影响有着重大的关系；同时我们今天对于传统

文化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来自西方的概念、范

畴、命题为基础的。毛泽东要求记住自己的老祖

宗，同时认为“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

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4]他还指出，康德和黑

格尔的书，“需要读一读”，否则，“你那个唯物主

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5]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分表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世界现代文明的联系。

因此，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一方面使得马克

思主义有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使得中国

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同时是以中西文化融

合，走向世界文化为理想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

者对话的综合创新。当然，如何做到这样的统一，

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也是当前正在继续进行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

合有没有不同的形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上述的两

个接着讲，但是这样的接着讲实际上有两种形态，

即作为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这种区分

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客观存在为依据

的。回顾历史，就哲学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

为代表的；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

以张岱年综合唯物、理想、解析的“新唯物论”为代

表的。这两种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主体是

不能互换和替代的。当时张岱年和艾思奇的争论表

明了这一点。1935年张岱年发表了《论中国现在所

需要的哲学》，指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哲学应是唯

物、理想和解析三者的综合创新，实际上勾画了他

的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即后来的“天人五论”的轮廓：

既是以“西洋哲学最新潮流”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

物论为“倚重”，又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生出的”。[6]

在《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发表后不久，艾思奇

撰写了《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

求教于张季同先生》（张季同即张岱年），对张岱年

综合创新的哲学构建提出质疑，以为这是教授书斋

里的哲学，而不是为解决现实斗争的问题提供指南。

这里不对这场争论进行具体分析，只是想指出

这场争论实际上表明在当时存在着两种形态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即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理论侧重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分析和回答中国现实问题；而张岱年的“新唯物

论”，其理论侧重点在于如何将“唯物论之再扩大”

和中国本来的传统相衔接。比如，在人生理想方面，

“新唯物论虽颇注重理想，而对于理想之研讨，实不

为充分”，而“中国哲学是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的，

且有卓越的贡献，我们既生于中国，对于先民此方

面的贡献，实不当漠视，而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7]

因而他的理论构建的重要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分析梳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并与之相结合。区

分这样两种形态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在于：使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摆脱仅仅是意

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者的身份，把在

学术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自己的使命，

这一工作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这决不是改头换面

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

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8]

区分不是分割，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应当是互动的。这种互动不仅仅是思想观点的互相

启发和推进，还是互相的支撑和依靠，即意识形态

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提供引领，而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深入则会极大地巩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学术形态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成为学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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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旗帜。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基本环节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

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的面

貌，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成

了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建构贯穿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普遍性的环节：

变革、融合、制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变

革（解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

在着现代与前现代的时代性差异，这就决定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和

产物：没有这样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无法在中国显

示其影响，只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拒斥或同化。这

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中国

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于传统文化已经做了很

多反省和改造。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强调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否定对于传统文化的反

省、批判，或者把这些反省、批判简单地斥之为激

进主义而嗤之以鼻。其实，认真而深刻地反省、批

判传统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当

然，如何变革传统文化，变革传统文化的哪些方

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

域中是有差别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传

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变革中国传统

文化是为了使人们认同马克思主义，对于任何外来

新的思想理论的认同，实际上都是将其或多或少、

或深或浅地与本土传统文化的融合。否则，外来的

思想理论就会被看作纯粹从外国输入和强加的，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根基的，与以往的本土文化

是断裂的，没有历史延续性的，从而很难获得认同

感。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是自觉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一般来说，两者融合

的基础是它们具有某种相似性。尽管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时代性、民族性差异，但两者所

要回答的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在内涵上是

有相通性的，两者的差异表现在对这些根本问题的

提问方式、侧重方面、言说方式、所得结论上。更

重要的是，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是对前资本

主义文化的否定，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揭示资本主义

的必然灭亡为己任，代表了后资本主义文化。可以

说，马克思主义对于前资本主义文化表现为否定之

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仿佛是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复

归。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了哲学领域里的这

种复归，即从前近代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相

结合的阶段，经过近代的机械唯物论阶段，发展到

辩证唯物论阶段。由于仿佛是复归，因而马克思主

义与前近代文化无疑具有相似性。中国传统文化显

然属于前近代文化，所以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

着相似之处。这就使得两者的融合是有可能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将这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

似之点予以自觉地融合，从而使其与传统文化有着

历史的连贯性，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予以自觉融合的重要方面是两者概念的相互诠释和

发明，这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中，中

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含义，

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就有了中国的意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变革和融合这

两个环节是有内在的联系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

文化的否弃，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

合是在变革传统文化中实现的，同时又使变革获得

历史的继承性。然而，无论是变革还是融合，均以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前提。理解总是在主体的“前

理解”即原有观念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的，而传统文化

在主体的原有观念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

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参与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观念不可避免地渗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

构中。所以，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变革、融合交织

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环节。这

样的制约有着正负两方面的意义。比如，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以“大同”来指称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传统的“大同”理想主要是一种

道德理想，以为社会理想的实现取决于道德境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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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以“大同”来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显然体

现了传统文化的制约，其正面作用是使中国人比较

容易把握这样的社会理想的价值目标是“天下为公”，

其负面作用是把通过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看作是

不断“斗私”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忽视了发展生产

力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反省这种制约的负面作用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而这样

的反省无疑是变革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从这个意

义讲，变革、融合、制约是三个循环的环节。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

合与现代新儒家的区别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现代新

儒家的保守主义在如下四个问题上是有区别的：一

是如何呈现和揭示儒学传统？现代新儒家基本上坚

持道统说，以此来阐释儒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强调从正统儒学和非正统儒学的相反相成来考察

儒学传统，而且更多地以后一方面作为自己的历

史根基。二是如何认识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现

代新儒学试图将儒学重新确立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

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把儒学作为构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资源，但这决不是儒学原有价

值的翻版。三是如何确定评价儒学的价值尺度？现

代新儒学将工具价值尺度与内在价值尺度相分离，

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路至今无法走通；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要求将这两个价值尺度统一起来，不仅从外在

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儒学。

四是如何看待儒学的人格理想？现代新儒学坚持以

圣贤人格为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提出平民化

的人格理想。前者使得人格理想流入玄虚和空泛，

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已在这方面提供了前车之鉴；

后者则把人格理想扎根于现实的土壤。眼下有关弘

扬传统文化的论说和实践，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学的区别。其实，这在20世纪

30年代到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已

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过这两者的区别，如侯

外庐、陈家康、杜国庠、胡绳等。我们应当在他们

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深入研究在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

能、如何定位。

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帮助是什么？

我们今天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

合，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当

代中国人知道我们的祖先有哪些文化遗产。毛泽东

在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一份珍贵

遗产”的名言中，有句话人们往往不太注意，这就

是他强调承继这份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

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那么今天继承中国传统

文化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

够提供哪些重要帮助呢？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候需要着力思考的。我

从以下三方面思考了这个问题：

首先，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涵义，是指从中国

实际国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传统文化本身就是

中国国情的重要部分。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民族传统文化不是断裂的，而是接续的。也就是

说，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原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题中之义。如果丢掉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总结

和继承，所谓的“中国特色”是无法成立的。毛泽东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是提出了“中国

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之

所以将传统文化看作“珍贵遗产”，并非是发思古之

幽情，而是有见这份遗产对于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理论有重要的帮助。事实上，他提出的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以及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实践论》、《矛盾论》

就表明了这一点。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

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形成和发展是有重要帮助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来看，从邓小平把“小康”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到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

再到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充分反映了总结

和继承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起的

重要帮助作用。因此，努力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

其次，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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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以实现现代化

为指向的，但其所要建立的现代文明又是不同于已

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这样的文

明形态既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

统文明的复归。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为依

据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

为由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螺

旋式上升，这个运动过程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复归。

因此，取代资本主义之后的理想的文明形态也仿佛

是向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文明的复归。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句名言：“只有在资产阶

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

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这其中的重要涵义是：当资

本主义进入自我批判阶段，即以其为代表的现代文

明的诸多弊端得到较为充分暴露时，我们才能认识

到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传统是宝贵的，并应当在

后资本主义文明中重新激活。就在同一篇文章里，

马克思把古希腊文明与现代文明作比较，把前者比

喻为人的纯真童年，然后说道：“一个成人不能再

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

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地在一个更高

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摩尔根在《古

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之后的“下一

个更高的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

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马克

思、恩格斯都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就是说，社会主

义文明形态作为传统文明在后资本主义的更高历史

阶段的再现复活，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国学热”

在中国经过30多年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

正是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体现。

再次，阐释借鉴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精神动力。邓小平在谈到振

兴中华民族时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

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的重

要内容，蕴含着很多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

分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诸如天人合一、仁者爱人、

民为邦本等，对此进行阐释显然有利于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

这方面的阐释人们已经做了很多。我想讲的是传统

文化的建构形式对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

具有的借鉴意义。我们一般会把《四库全书》作为传

统文化的象征。传统文化之所以用“四库”的形式来

建构，蕴含着对于如何建构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的思考。《四库全书》的编撰是在清代中期，传统的

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对于如何建构与之相应

的核心价值体系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四库”之

“经”，体现了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贯穿着

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思想、基本路线、基本原则。

“四库”之“子”，反映了核心价值体系不是“经”的一

元独霸，而是吸取了多元的思想资源，“经”与“子”

的关系，是一元与多元、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

“四库”之“史”，显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观是有

历史依据的，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 史籍是以

往事实的记载，因而“经”与“史”的关系，是“理”

（道）与“事”（器）的关系，理从事出，事以证理，

由此作为核心价值之“经”就有了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的合法性。“四库”之“集”，表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

构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赋以艺术形象从而打动

人、感化人。“经”与“集”的关系，是“理”与“情”的

关系，理合于情，以情入理。于是作为核心价值之

“经”就容易入耳、入脑。显然，传统文化以“四库”

形式建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我们如何完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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